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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师长，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培育，堪称现代文学史上一段育人典范。沈从文对汪曾祺产生的

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第一，以“耐烦”精神滋养其人格智慧；第二，以“沈氏”技

法启迪其创作范式；第三，以教学薪火示范其为师之道。这一师承过程诠释了教师影响力的本质，即精

神感召、方法引导与人格示范的有机融合。这为当代教育在尊重学生主体性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和定位

教师作为启迪者、引路人与守护者的核心力量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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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把课堂还给学生”的口号日渐成为教育

界时代最强音，教师角色的价值与影响力正面临

被弱化的风险。当前关于教师影响力的研究，或

依托现代教育理论探讨策略，或聚焦高校教师作

用机制，却较少从教育本质出发，挖掘具体师生

交往案例的深层启示。现当代文学史上，沈从文

与汪曾祺的师承，因其跨越时空的典范意义，恰

为此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源。本文聚焦沈从文对

汪曾祺的影响，这一影响过程展现了精神的滋养、

创作的转化与教学的延绵，彰显了师者力量的重

要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在承继师泽的

同时，更带着鲜明的主体性开创了新的境界，完

美诠释了“传”与“创”的辩证统一。因此，深

入剖析这一经典案例，有助于警惕矮化教师角色

的认知误区，在“去权威化”的浪潮中重新定位

教师角色。

一、“耐烦”精神的滋养
“耐烦”作为沈从文精神人格的核心特质，经

由“言传身教”，深刻烙印于汪曾祺的创作实践与

生命轨迹。这种师承绝非技艺的简单传递，而是

生命智慧的深层滋养。它在汪曾祺身上表现为两

个方面 ：在文学事业上，凝练为实证主义的创作

精神 ；在人生境遇上，升华为随遇而安的豁达智

慧——这并非简单的“耐心”二字可以概括。

（一）实证为基的创作精神
沈从文将“耐烦”精神浇筑于文学教育，其

核心在于倡导一种扎根生活、精微观察的实证主

义创作方法论。这种强调细节的训练，夯实了汪

曾祺的创作根基，成为其作品真实力量的内在源泉。

在西南联大教授期间，沈从文重视引导学生

从实际生活中汲取养分，主张“用脚步丈量土地，

用眼睛记录生活”。他曾多次带领汪曾祺等学生

深入昆明周边乡镇、市集进行实地观察，要求学

生通过观察市集百态、自然风物，记录方言俚语、

风俗人情，建立对现实生活的全面认知。正是在

这样的训练下，汪曾祺实现了“耐烦”在其作品

中的深度渗透。例如，《受戒》里对荸荠庵宗教仪

式的描写，是源于对江南水乡宗教生态的细致观

察 ；《大淖记事》中对锡匠行业工具、劳作场景的

刻画，非长期观察难以实现 ；《故乡的食物》系

列散文对茨菰、高邮鸭蛋、各种野菜等地方风味

的性味、形态、做法的记录，精确到几乎“植物

志”“食谱”的程度——这正是“耐烦”的实证精

神在文学中的呈现。

“耐烦”在创作精神上的渗透，使汪曾祺的作

品既保有沈从文式对生活的虔诚信仰，又发展出

滋养·转化·延绵：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师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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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美学品格。从西南联大的田野课堂到高邮水

乡的文学书写，两代作家以躬身实践证明 ：唯有以

“耐烦”之心扎根现实土壤，文学方能生长出力量。

（二）随遇而安的生命智慧
“耐烦”精神更深层次的体现，则在于汪曾祺

面对人生逆旅时，所展现的“随遇而安”的豁达

境界与韧性智慧。这不仅是应对困境的策略，更

是一种主动将苦难审美化、于困厄中发掘生命意

趣的生存哲学，彰显了对“耐烦”内核的超越。

沈从文在建国后遭受了巨大政治压力、被迫

搁置心爱的文学创作时，选择以惊人的“耐烦”

默默转向文物研究，在“坛坛罐罐、花花朵朵”

中开辟新的精神家园。汪曾祺在农业科学研究所

期间，其应对方式堪称对老师精神的呼应，却更

具有其个人特色。他主动以“耐烦”的态度去拥

抱、观察，甚至品味这段非常岁月——他潜心研

究马铃薯，画出了详尽的《中国马铃薯图谱》；他

细致观察葡萄的生长，积累了后来《葡萄月令》

的 素 材 ；他 与 农 民 同 吃 同 住， 并 将 这 段 经 历 在

《随遇而安》中称为“真是神仙过的日子”[1]。这

种在苦难中发掘生活意趣，将被动承受转化为主

动体验，以坚韧平和化解困境的态度，正是沈从

文“耐烦”精神中那份坚韧内核，在汪曾祺身上

升华为一种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积极豁达的生命

智慧——随遇而安。

由此可见，“耐烦”绝非沈从文作为师长留给

汪曾祺的一句空洞的教诲，它塑造了汪曾祺作为

文学创作者的严谨，炼就了他面对人生风雨的豁

达。这份珍贵的师承，经由汪曾祺的生命体验和

创造，最终化为了他温润平和、坚韧深沉的人格

底色，成为连接两代文学大师最坚实的精神纽带。

二、“沈式”技法的转化
早期，汪曾祺的文学观囿于传统话本、通俗

文学。然而，沈从文独树一帜的文体范式，拓宽

了汪曾祺的视野——在结构上，“有故事而无情

节，有意境而无冲突”的散文框架 ；在语言上，

“土而不粗、雅而不涩、情而不滥”的诗化书写 ；

在内容上，“重本真轻功利，尚自然反规训”的地

域叙事。汪曾祺对此的师承，绝非亦步亦趋的模

仿，而是立足于自身气质与江淮地域文化底蕴的

创造性转化，在结构、语言、内容三个方面开创

了“汪式”的特色技法，其核心在于对“散”与

“全”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以及对市井生活本真

状态的挖掘。

（一）结构去中心化
汪曾祺在《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一文中对

外界评论的“沈从文小说不讲结构”，作出了回

应 ：沈从文早期小说是散漫冗长的，但后来大部

分小说是讲究结构的。受此影响，汪曾祺的作品

也呈现了沈从文所讲究的“匀称感”。有学者尝试

归结为三种类型：“树枝状结构”“云朵式结构”“画

簿式结构”[2]。本文在此基础上，对这三种特征进

一步阐释——“散”的表象下是对“全”的追寻。

首先，“树枝状结构”的“散”表现为 ：开篇

抛出核心人物或事件（“树干”），随后转向风俗、

场景等支线描写（“枝叶”），最终回归主题。如

《陈四》等作品，从陈四这一人物核心（“树干”）

延伸至迎神赛会的锣鼓程式、高跷技艺的细节铺

陈（“枝叶”），民俗描写占比远超人物直接刻画，

形成“散漫的风俗狂欢”。这种风俗枝叶的“散”

实为对民俗细节的“全”投射，在民俗细节的铺

陈 中， 人 物 的 轮 廓 逐 渐 清 晰， 因 此 该 种 结 构 的

“全”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氛围中隐秘生长。

其次，“云朵式结构”意味着叙事如“云游”，

在市井琐事间随意停泊，人和事如云朵般偶然汇

聚。如《鸡毛》平行描写不同人物故事，最终通

过一处微小焊点（鸡毛）建立勾连，其人物与事

件之“散”是为精神两极之“全”服务。此外，

《鸡毛》未写金昌焕如何偷文嫂的鸡，对文嫂被偷

鸡后的生活也不展开描述，这云朵间的留白，恰

恰呈现出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集体沉默——以

不写之写，完成对人性复杂的整体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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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画簿式结构”的核心特点在于将独立

成篇的片段组合成册。如《羊舍一夕》共六个部

分，其中第二、三、四部分可以离开整体而单独

存在 ；《岁寒三友》《故里三陈》中的人物也是独

立成章、各有悲欢。正如汪曾祺的文体宣言“小

说应如散文，各章自有境界”，这些可以单篇成诵

的生命册页，在文化气韵的统摄下，拼贴成时代

的精神“全”景。

（二）语言 “水” 化
从“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到“用普通的话，

说普通的人事”[3]，与沈从文小说语言的乡土味有

别，用“泱泱水气”来形容汪曾祺的语言特质更合

适。这种“水”化特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体现在“水纹式”的方言渗透。不同

于沈从文以方言为刀笔，在《边城》中刻下“傩

送”“悖时砍脑壳的”等符号，将“茶峒”等名物

转化为乡土文明的密码，试图构建起抵抗现代性

冲击的语言隔离区，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阅读障碍。

汪曾祺是以方言为水晕，在《受戒》中撒下“格

铮铮”“滑滴滴”的细碎声响，能够引发“涟漪

式”的文化联想，让“尿碱汤”“车螯”等词汇褪

去文化光环，仅作为人物活动的生活注脚。《大淖

记事》中巧云“泱泱（洗）衣裳”“乌不溜秋的辫

子”等表达，既保留苏北方言的质感（“泱泱”音

近当地方言“漾衣裳”），又通过字形改造（“泱”

替代“漾”）赋予生活韵味。这种方言运用如溪涧

中的卵石，虽承载地域文化，却以“润物细无声”

的方式融入日常交流，本质是文学从“文人趣味”

向“生活活水”的回归。

其二，体现在“水滴式”的细节印真。以《异

秉》中熏烧摊主王二与顾客的对话为例，“您来点

什么？——老样子，半斤猪头肉”[4]，看似平淡，

却暗含市井交易的节奏感，营造了生活在同一场

域的亲近感。此外，《端午的鸭蛋》中“筷子头

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5]，以拟声

词和动作细节替代象征，将沈从文的“抽象的抒

情”[6] 落地为可感知的生活切片。这就与沈从文

用语言构建的隐喻不同，汪曾祺在“贴着人物来

写”基础上更进一步，把日子写得真实，渗透着

汪汪水感。

其三，体现在“水温式”的情感流动。与沈

从文的冷峻与深哀不同，汪曾祺用温爱的笔触谱

写小人物的篇章，其语言也实现从“冷寂凝视”

转向“温热共情”。《边城》中，翠翠祖父去世的

场景以“老船夫把那个葫芦装的酒，从从容容地

喝了一口”[7] 的平淡笔触写就，看似冷静的白描

背后，是对传统生活方式消逝的无声哀悼。值得

一提的是，这种冷寂是“冷眼看生死”的庄重，

并非冷漠。然而，汪曾祺更习惯以温热溶解生活

的辛酸——《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的对话 ：“我

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8] 以直白的口语打破

传统小说对诗意的追求，让初恋的轻甜如溪水漫

过读者心头。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温热不是煽

情，而是柔和安静的爱。

（三）内容市井化
在《我的老师沈从文》中，汪曾祺坦言 ：“看

了《猎人日记》和沈先生的小说，发现原来小说

是可以这样的，是写这样一些人和事，是可以这

样写的。[9]”这句自白揭示了一个根本性转向——沈

从文以《边城》《萧萧》等作品，将文学目光从庙

堂英雄转向市井凡夫，这种草根美学的启蒙，直

接扭转了汪曾祺的创作内容。

这种影响显著地体现在题材对象的本土迁移

上。沈从文聚焦湘西吊脚楼，书写《丈夫》时，

以独特湘西场域承载市井故事。汪曾祺深受其启

发，将目光锁定在自己熟悉的江淮地域。在《大

淖记事》中呈现高邮大淖边锡匠与挑夫的相濡以

沫，他并未简单复制湘西模板，而是完成了关键

性的本土转化。

另一创造性发展，在于人物塑造重心的转移。

沈从文笔下人物常带“乡下人”特质，《萧萧》里

童养媳天真混沌，蒙昧与神性杂糅，体现湘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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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滋养出的原始生命状态。而汪曾祺则更突出市

井人物的“专业尊严”与生活智慧。《大淖记事》

中锡匠“榔头敲得极有章法，丁丁当当像唱戏的

板眼”，手艺的精湛成为其人格尊严的外化 ；《鸡

鸭名家》里的陆长庚凭借“一甩竿子就能叫鸭子

排队”的本领，展现出市井行当里隐藏的非凡智

慧与职业精神。汪曾祺通过聚焦人物在各自行当

中的技艺与操守，让江淮市井人物凭借其职业闪

光，超越了沈从文模式中地域文化决定论的色彩，

创造起根植于高邮本土、更具普遍烟火气的市井

生态与人文景观。

更进一步，汪曾祺将沈从文对“健康、优美、

自然”生命形式的追求，具体为对日常市井生活

本身的审美化。他比沈从文更热衷于发掘和描绘

市井生活的细节之美、人情之常、滋味之真。《受

戒》中荸荠庵和尚们杀猪、打牌、娶妻的世俗化

日常，《异秉》中王二熏烧摊子的烟火气与市井生

存哲学，《鉴赏家》中叶三与季匋民跨越阶层的艺

术知音之交，乃至《岁寒三友》中小城手艺人的

悲欢与坚守——这些再平凡不过的生活场景、劳

作细节、邻里交往，在汪曾祺笔下都焕发出诗意

和尊严。他将对普通人的尊重，落实为对普通人

具体生活情趣、生活智慧的由衷欣赏与审美升华，

形成了其充满生活烟火气的独特美学风格。沈从文

的“静观”叙事，常带着距离感和淡淡的哀愁，汪

曾祺的“温情”则是发自内心的认同、融入与守护。

三、教学薪火的延绵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教育实践之所以影响深

远，不仅在于其将独特的文学理念注入汪曾祺的

创作血脉，更在于其具体而微、知行合一的教学

方法论，为汪曾祺日后为师树立了典范。这种薪

火 相 传 主 要 体 现 在 ：在 教 学 方 法 上， 躬 身 践 行

“于做中学”，强调习作、聚焦观察 ；在育人态度

上，彰显“人师风范”，尊重个性、积极举荐。

（一）于做中学
沈从文的教学核心在于引导学生“做”而非

仅仅“听”，这绝非空泛理念，而是体现为两大核

心操作 ：以高频写作为教学轴心、以聚焦观察为

教学根基。二者共同构筑了摒弃空谈、知行合一

的创作教育范式。

“做中学”体现在以习作为核、高频实践。沈

从文在西南联大开设的创作课，名称为“各体文

习作”或“创作实习”，旗帜鲜明地将写作实践置

于课程中心。他坚信“写的比讲的多”，理论知

识必须通过大量的写作练习才能内化。汪曾祺完

全继承了这一理念，无论是早年在西南联大附中，

还是后来在北京市文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等

单位指导青年作者，他都将学生的实际写作作为

教学活动的核心。在西南联大附中任教期间，他

要求学生进行高频次的写作训练（如要求每周完

成散文或短篇小说习作），营造一种“在做中学”

的氛围。这并非简单的题海战术，而是旨在通过

持续的实践，让学生感悟语言、结构、人物塑造

的奥秘，从而真正掌握写作技巧，摒弃了单纯的

理论灌输。

“做中学”要求学生聚焦观察、寻找“发现”。

沈从文重视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并视其为创作

的源泉。在西南联大执教过程中，他常会布置具

体的观察性习作题目，例如“我们的小庭院有什

么”“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这些题目具体、微

小，旨在训练学生捕捉生活细节的能力，如同制

造需精通零件，写作业需先扎实掌握描写具体事

物、瞬间的基本功。汪曾祺深刻理解这种训练的

价值，因此他在教学中也会设计具体而微、富有

启发性的观察性命题，如让学生描写“菜市场的

喧嚣”或“一个手艺人工作的瞬间”。这些题目

引导学生将目光从宏大抽象转向身边具体，培养

其敏锐的观察力与精准的表达力，这正是沈从文

“生活即教材”理念的延续。

（二）人师风范
超越传授技艺，沈从文与汪曾祺为师之道最

动人的光辉，在于其人师风范——在精神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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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个性，守护学生创作自由 ；在行动层面，积

极举荐，搭建学生后生平台。

一方面，尊重个性，守护自由。沈从文虽强

调基本功和“贴”，但反对用任何固定模式或主义

“套子”去框住学生。他欣赏汪曾祺早期带有现代

主义探索色彩的小说，并给予鼓励——在 1941 年

给施蛰存的信中，沈从文提到“新作家联大方面

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

有大成就”，当时汪曾祺尚在西南联大求学，还

处于创作的起步试笔阶段，沈从文却能独具慧眼，

给予如此高的评价。汪曾祺在教学和提携后辈时，

同样秉持“兼容并蓄，尊重个性”的原则。在教

育观上，他融合传统与现代，深信教育应激发人

的自由精神，从不主张教条式教育 ；在文学观上，

他认可语言的开放与独创性，也对各种文学现象

与体裁包容看待，如认为小说可“有意思，好玩

儿，叫人喜欢”。受西南联大求学时兼容并包、崇

尚自由的学术氛围熏陶，他也养成了率真、自然

的精神气质，鼓励作家找到适配的表达，即“找

到自己的声音”。

另一方面，积极举荐，搭建平台。沈从文对

学生的关爱体现为切实的行动，1947 年，《沈从

文致李霖灿、李晨岚》的信中写道“我有个朋友

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画，能写好文章，在

联合大学国文系读过四年书”，并请求朋友为汪

曾祺找工作。此外，汪曾祺的许多早期作品正是

经沈从文之手得以面世，这对初涉文坛的年轻人

是莫大的鼓励和机遇。因此，汪曾祺同样不遗余

力地，为有才华的学生和青年作者创造发表机会，

如在看到业余作者车军的短文《爱是一束花》后，

不仅写五百字短评，还邀林斤澜、邵燕祥一起写，

助力其作品传播。他深知年轻作家脱颖而出不易，

不顾“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为专业和业余作者写

序言、书评，如生前绝笔《铁凝印象》，还认为年

轻人写序、鸣锣开道是“应该、值得”的，传承

了沈从文等前辈提携后进的精神。

四、结语
沈从文与汪曾祺的代际传承，诠释了教师影

响力的深层内涵 ：以“耐烦”精神滋养人格，借

“沈氏”技法启迪创作，凭教学薪火延绵师道。尤

为可贵的是，这段师承关系既非权威的单向灌输，

亦非学生的被动接受，这对当代教育的启示尤为

深刻 ：其一，跳出功利化培育的窠臼，引导学生

沉淀心性 ；其二，打破机械性模仿的桎梏，鼓励

学生创新突破 ；其三，摒弃权威性压制的藩篱，

助力师生双向成就 [10]。三者共同指向沈从文与汪

曾祺的相处之道，为破解“教师角色弱化”困境

提供了一条可能的突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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